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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研究

２１世纪１０年代日本军事战略的嬗变态势及动因分析

陈友骏，于　娣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区域经济研究室，上海　２００２３３）

摘　要：２０１０年以来，日本 《防卫计划大纲》已进行３次修订，其内容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突

出强调所谓来自中国的威胁；防卫理念升级为 “多维度综合防卫”；在延续 “一体两翼”思路的基础上，

战略布局兼顾陆海空传统空间和太空、网络、电磁波等新领域；愈发重视强化自卫队的能力等。一方面，

这是为了实现其 “政治大国”战略，并满足国内利益集团的诉求；另一方面，美国所施加的压力和全球安

全环境的变化也迫使日本做出调整。在 《防卫计划大纲》的指导下，日本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如迎合美国

战略以 “借船出海”、极力渲染 “中国威胁论”、加强 “２＋２”合作机制、推动修宪进程以及同他国频繁进

行军事活动等。因此，在肯定日本新版 《防卫计划大纲》的随机应变性的同时，也应当警惕日本频繁修改
《防卫计划大纲》背后的真实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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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８日，日本内阁会议批准了新
版 《防卫计划大纲》①。此前的几版 《防卫计划大
纲》的更新时间间隔分别为１９年、９年和６年，

但自２０１０年以来，《防卫计划大纲》的更新时间明
显缩短且频率更为频繁，３次大纲更新的间隔时间
分别只有３年和５年，其内容也越来越繁细和

激进。

目前，国内已有研究成果多以２０１０版 《防卫
计划大纲》为对象，且一般认为２０１０版 《防卫计
划大纲》主要有以下几点特征：（１）防卫构想实现
了由静态到动态的突破；（２）防卫重点由北方转向
西南岛屿，防卫对象由俄罗斯转向中国；（３）安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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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２０１１年度以后的防卫计划大纲》的详细内容，参见：防衛省·自衛隊．「平成２３年度以降に係る防衛計画の大綱について」及

び 「中期防衛力整備計画 （平成２３年度～平成２７年度）について」，平成２２年１２月１７日 ［ＥＢ／ＯＬ］．［２０１９－１１－１９］．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ｍｏｄ．ｇｏ．ｊｐ／ｊ／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ａｇｅｎｄａ／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２０１１／ｔａｉｋｏｕ．ｈｔｍｌ．《关于２０１４年度以后的防卫计划大纲》的详细内容，参见：防衛省·

自衛隊．「平成２６年度以降に係る防衛計画の大綱について」及び 「中期防衛力整備計画 （平成２６年度～平成３０年度）について」，

平成２５年１２月１７日 ［ＥＢ／ＯＬ］．［２０１９－１１－１９］．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ｏｄ．ｇｏ．ｊｐ／ｊ／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ａｇｅｎｄａ／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２０１４／．《关于２０１９年度以后

的防卫计划大纲》的详细内容，参见：防衛省·自衛隊．「平成３１年度以降に係る防衛計画の大綱について」及び 「中期防衛力整備

計画 （平成３１年度～平成３５年度）について」，平成３０年１２月１８日 ［ＥＢ／ＯＬ］．［２０１９－１１－１９］．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ｏｄ．ｇｏ．ｊｐ／ｊ／ａｐ－

ｐｒｏａｃｈ／ａｇｅｎｄａ／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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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方式由双边过渡到多边①。

实际上，对于２０１０版 《防卫计划大纲》的研

究，成果已十分详备。但是对于２０１３、２０１８版

《防卫计划大纲》的研究并不多。故本文基于前人

研究之成果，从对安全环境的认知、防卫重心与防

卫构想、战略布局的演变、自卫队的建设规划等方

面对２０１０年以来的３版 《防卫计划大纲》进行比

较，结合日本近年来的实际军事部署和行动，分析

日本军事战略动机的演变。

一、２０１０年以来３版 《防卫计划大纲》

的内容比较

　　２０１０年以来日本政府修订的３版 《防卫计划

大纲》的主要内容都包括三大部分：（１）对日本周

边环境 “威胁”的极力渲染；（２）重点加强日美安

全同盟，以美日同盟为基轴，加强与各国的安全合

作；（３）加强日本自身防卫能力建设。然而，日本

政府对 《防卫计划大纲》的每次更改都是在精心策

划下进行的，新内容都呈现出一种继承性、渐进推

进性和随机应变性兼容的特点。这主要体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一）对于安全环境的认知

３版 《防卫计划大纲》都从国际、亚太地区、

和日本国家自身３个层面描述了日本正在面对的安

全环境。总体看来，３版 《防卫计划大纲》在这一

问题上保持着高度的传承性和一致性。在国际层

面，除了各种传统安全问题、非武力纷争以及灰色

地带纷争等，还有来自海洋、太空、网络空间等新

领域的新挑战。在亚太地区，将朝鲜定性为 “紧迫

而重大的威胁”，将中国视作是 “国际社会和地区

担忧的事项”，强调要警惕俄罗斯的军事活动可能

会出现 “活跃化”倾向，以及认为美国是有利于亚

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角色。在日本自身层面，

则主要通过强调其海洋国家的身份，联系日本与周

边国家的岛屿之争等来凸显其不利的安全环境。

当然，３版 《防卫计划大纲》在细节上也存在

许多不同之处，主要表现为以下３点： （１）２０１０

版和２０１３版 《防卫计划大纲》都将国际安全环境

的定义从单纯的陆、海、空３个物理空间扩展至太

空、网络空间新领域，２０１８版更是新增了电磁波

这一新领域，这表明其战略视阈也在不断扩大。

（２）在２０１８版 《防卫计划大纲》的 “日本的安保

环境”这一部分中，日方首次将中国置于朝鲜之前

进行描述，并使用了近两页的内容来大肆渲染 “中

国威胁论”，虽然日本仍将中国描述为 “国际社会

和地区担忧的事项”，但对日本而言，中国明显已

经成为它的头号军事假想敌。 （３）２０１８版 《防卫

计划大纲》首次将 “少子老龄化”问题作为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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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怀中研究员对冷战后的三版防卫计划大纲 （１９９５、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年）作出对比，阐释了２０１０版 《防卫计划大纲》值得关注的思想和战

略变化，并以此为视角对日本安全战略调整进行分析，指出通过２０１０版 《防卫计划大纲》可以看出日本安全战略作出了以下四个方面

的调整：①转变整体思路，构思主动、积极的大安全战略，推动国家安全观的转换，同时突破基本政策框架，推动 “国防正常化”进

程；②调整防卫力量建设方针，从 “基础防卫力量构想”切换到 “机动防卫力量”理念；③体现更明确的对华防范倾向；④着眼 “后

危机时代”的政策布局 （具体内容参见吴怀中．新 〈防卫计划大纲〉与日本安全政策走向 ［Ｊ］．日本学刊，２０１１ （１）：２３－３９）。刘江

永教授认为虽不能将２０１０版 《防卫计划大纲》视为侵略大纲和军事大国大纲，但不能忽视其字里行间存在着的危险倾向。他还强调新

大纲实际上已经将中国作为主要防范对象，而日本在安保问题上对中国采取对抗姿态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迟早会外溢至其他领域，因此

中日应该防止战略关系滑坡 （具体内容参见刘江永．中日关系 “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论钓鱼岛问题与日本防卫计划大纲的影响

［Ｊ］．日本学刊，２０１１ （１）：８－２９）。廉德瑰教授也针对２０１０版 《防卫计划大纲》概括分析了日本新防卫政策调整的五个特点，即①重

点防范对象由俄罗斯转向中国；②防卫理念由静态转向动态；③军事部署的重心由北方转向南方；④安保合作方式由双边转向多边；

⑤武器输出限制由严格转向宽松。廉德瑰教授认为日本防卫政策的调整是其防卫力渐增过程的必然结果和配合美国亚洲战略调整的重

要步骤，他还指出该调整是对日本战后一直奉行的低调防卫政策的又一次突破，并不利于东亚合作的进程和中日建立战略互惠关系

（具体内容参见廉德瑰．日本防卫政策的调整及其评价 ［Ｊ］．日本问题研究，２０１１ （４）：１－８）。学者屈彩云指出２０１０版 《防卫计划大

纲》将构建机动防卫和增强西南地区的防卫能力视为战略重心，体现了日本控制西南、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同时其以绑架美国、拉

拢邻国，提升西南控制力为实现路径，折射出日本在西南防卫上的急切姿态与遏制态势，是日本面对中国崛起时心态失衡的表现，同

时也是其在经历了 “失去的二十年”后对自身国家定位的迷茫与混乱的体现，但是，围堵中国不仅造成中日双方不断抗衡的安全困境，

而且影响了亚太安全环境的良性发展 （具体内容参见屈彩云．日本防卫战略的西南取向 ［Ｊ］．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２ （１０）：８０－９０）。



环境受到威胁的一部分表述出来。

（二）防卫重心与防卫构想的设定

纵观３版 《防卫计划大纲》，均将地处日本西

南地域的海洋和岛屿作为防卫重心。冷战期间，日

本的重点防卫对象是苏联，故而其战略重心主要位

于日本北方地区，并没有过多重视西南防卫。冷战

结束后，受美国战略转移、中国崛起和朝鲜核试验

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日本的防卫重点转回西南地

区。其对西南防卫的态度一改过去的暧昧不明，逐

渐变得日益清晰和公开化［１］。从２０１０版 《防卫计

划大纲》开始，日本将防卫重点由北部的北海道地

区转向西南方的岛屿和海洋地区，着重加强西南岛

屿的防卫。这也表明日本的主要防卫对象不再是俄

罗斯而是中国。联系其对于中国在日本安全环境的

定位，更加凸显了日本防卫计划对于中国的针

对性。

另外，从２０１０版 《防卫计划大纲》开始，日

本的防卫构想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从２０１０年提出

的 “立足于军事技术趋势，构筑具有适应性、机动

性、灵活性、可持续性和多目的性的、以先进技术

能力和信息能力作为支撑的动态防御能力”，即机

动防卫力量，到２０１３年提出的 “以高度的技术力

量和信息、指挥通信能力为支撑，重视硬件及软件

的同步性发展，构筑具有适应性、持续性、强韧性

及连接性的综合机动防御能力”，再到２０１８年提出

的 “根据先前的纲领深化综合机动防御力量，使之

能够通过整合作战，在太空、网络空间和电磁波等

所有领域进行敏捷的、可持续的活动，换言之就是

构筑能从和平时期到紧急情况的各个阶段连续不断

地实施灵活的、多维的综合防御能力”。由此可见，

三版 《防卫计划大纲》层层递进，防卫构想日益立

体化，对于防卫形式的要求也在不断加强。

不难发现，日本防卫构想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

下两个方面：（１）对于所谓 “机动性”的要求越来

越高，且更为注重防卫效率的提升，强调机械化装

备及人员的灵活调配；（２）防卫构想愈发多维化、

立体化，安全视角也逐渐由局部走向整体，由 “粗

线条”走向 “细节化”。由此，“防卫”所覆盖的范

围已经不再局限于陆海空领域，而是不断外溢、持

续深化，扩大至太空、网络空间、电磁波等新兴

领域。

但另一方面，日本防卫重心及防卫构想上的转

变进一步展现出了其 “自卫”的 “进攻性”和对华

防范性：

第一，机动防卫构想的提出和升级标志着二战

结束以来日本一直奉行的 “专守防卫”战略方针被

进一步架空。与 “专守防卫”要求的 “只有在遭到

敌国的武装进攻时才可以使用军事力量，以及使用

军事力量要以自卫为目的，并控制在最小限度”背

道相驰，机动性防卫所体现出的 “先发制人”的思

想，展现出有别于传统的、强烈的主观能动性和

“进攻性”。“先发制人”意味着当确定威胁要演变

为实体攻击时，日本自卫队可以对潜在敌人进行先

发制人的打击，而且这种打击可以以 “离岛作战”

的形式发生。这表明日本不再满足于在本土进行防

卫作战。

第二，机动防卫还意味着当日本与他国出现争

端时，日本的军队可尽快支援，而日本方面认为争

端可能发生的主要地点在于其西南岛屿和海域。换

言之，日本 “机动防卫”构想的提出和升级皆是在

其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前提下作出的。另外，机动防

卫要求自卫队拥有跨领域作战的 “多维一体化能

力”。而在日本盟国以外的国家中，太空实力、网

空实力等均居于世界前列的中国自然是其主要防范

对象和假想敌。

（三）战略布局的演变

总体看来，这３版 《防卫计划大纲》在战略布

局的设置上基本延续着 “一体两翼”的思路。一是

都秉持着一条主线，即以日美同盟为轴心；二是都

强调增强两方面的实力：一边扩充自身防卫实力，

一边拉拢盟友增强自身防卫能力的比较优势，尤其

是加强与韩国、澳大利亚等美国盟友的合作，进而

以日韩、日澳双边安保合作以及日美韩、日美澳等

多边安保合作为主要抓手来增强与同盟国的合作。

但从地缘战略和空间战略两个角度来看，其防卫部

署，却又有很大变化。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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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从地缘战略视角出发，３版 《防卫计划

大纲》的改动指向了两个主要目标。一是扩大防卫

版图。日本的防卫合作对象由韩国、澳大利亚、

ＡＳＥＡＮ及印度等国际行为体扩大至英国、法国、

新西兰、加拿大、欧盟、北约，以及中亚、中东和

非洲各国，其地理覆盖范围不再局限于亚太地区。

二是收紧对华 “包围圈”。２０１０、２０１３版 《防卫计

划大纲》强调同亚太地区多国的合作，２０１８版

《防卫计划大纲》则强调在印太构想的指导下同亚

太地区国家合作。日方提出以印太构想为指导的目

的在于借机进军南亚和印度洋，联合印度在军事布

局上加紧对华防范。

第二，从空间战略角度来看，日本的防卫部

署是一种顺应世界形势发展的新空间优势争夺

战。除了对传统的海陆空物理空间战略部署进行

深化和优化以外，３版 《防卫计划大纲》逐渐增

加了对太空、网络空间以及电磁波领域的战略部

署，同时其战略部署的具体内容也从起初的以开

发利用和安全防御为目的发展到了强调提升跨领

域作战能力。

（四）自卫队的建设规划

从２０１０版 《防卫计划大纲》到２０１８版 《防卫

计划大纲》，日本一直在从各个方面加强自卫队的

建设，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１）硬性条件的

强化。第一，陆上自卫队的编制由 ２０１０ 年的

１５４　０００人增加至１５９　０００人，所配备的坦克与火

炮的规格也在提升。第二，海上自卫队也升级和增

加了大量舰艇。几年来，日本方面不仅增加了护卫

舰、潜水艇的数量，还新增了搭载有宙斯盾系统的

护卫舰８艘，２０１８年又计划新增巡逻舰８艘［２］。

第三，航空自卫队的作战飞机和训练机的数量也在

逐年增加。此外，还从科学技术的应用和效率化方

面对自卫队提出了新的要求。第四，为了应对网络

空间等新领域的威胁，日本新增了网络防卫部队以

及海上输送部队的建设。日本防卫省初步决定将于

２０２２—２０２３年设置 “太空部队”［３］①。 （２）作战能

力的强化。一直以来，日本 《防卫计划大纲》都极

为注重自卫队能力的强化，如陆上自卫队的高机动

力和警戒监视能力、海上自卫队的情报收集和警戒

监视能力、航空自卫队的警戒监视和管治能力以及

自卫队的整体岛屿作战能力等。但除了这些基本能

力的强化以外，日本也愈发重视自卫队的跨领域作

战能力。２０１８版 《防卫计划大纲》提出进一步推

进陆海空自卫队在所有领域的整合，优化自卫队的

组织和装备，尤其是要推进在导弹防空、战场损伤

修复、运输、整备、补给、警备、教育、卫生、研

究等广泛课题内，对太空、网络、电磁波等新领域

能力的整合运用［２］。

总而言之，日本的 《防卫计划大纲》呈现出以

下几点特征：（１）具有浓厚的 “意识形态”对立色

彩。在日本所划定的三个主要防卫对象中有两个社

会主义国家和一个前社会主义国家，且其主要针对

目标是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和朝鲜。在提到

与中国和俄罗斯进行合作一事上，其对两国的态度

也有着很大差距：日本对俄罗斯主要是强调通过

“２＋２”等机制加强双方的理解与信赖关系；但在

对中国的态度上，却是合作与防范并重的。（２）主

观能动性和 “进攻”意识过强。“防卫”能力的过

度强化和防卫构想作出的改变在不断加强日本政府

对于 “防卫”的主观能动操作性，使得日本政府可

以渐渐突破日本宪法所规定的 “专守防卫”的底

线，而这也体现在日本的军事实践上。（３）因应而

变，特征较强。日本三版 《防卫计划大纲》更新过

于频繁这一点，在体现了其军事野心的同时，在一

定程度上也可看作是日本对世界形势变化的即时反

应，具有一定的 “先进性”。

现将２０１０版、２０１３版、２０１８版 《防卫计划大

纲》的重要内容概括整理为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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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８日，日本航空自卫队 “宇宙作战队”以府中基地 （东京都府中市）为据点正式成立。参见：日本空自宇宙作战队正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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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日本 《防卫计划大纲》重要内容概括 （２０１０版、２０１３版、２０１８版）

２０１０版 ２０１３版 ２０１８版

防卫对象

朝鲜是 “紧迫而重大的威
胁”

朝鲜是 “紧迫而重大的威胁”
中国是 “国际社会和地区担忧
的事项”

中国是 “国际社会和地区
担忧的事项”

中国是 “国际社会和地区担忧
的事项”

朝鲜是 “紧迫而重大的威胁”

俄罗斯在远东地区军事力
量的规模于冷战结束后大
幅缩减，但军事活动有继
续活化的倾向

俄罗斯推进军事改革以强化应
对局势变化的能力，并以引进
新型装备为中心，致力于军事
力量现代化；俄罗斯军队的活
动有继续活跃化的倾向

俄罗斯继续致力于以核战力为
中心的军事力量现代化，来强
化军事能力；俄罗斯的军队在
北极圈、欧洲、美国周边、中
东以外以及包含北方领土的远
东都有活跃化的倾向

战略基础
以日美同盟为轴心，一边扩
充自身防卫实力，一边拉拢
盟友，增强自身比较优势

以日美同盟为轴心，一边扩充
自身防卫实力，一边拉拢盟友，
增强自身比较优势

以日美同盟为轴心，一边扩充
自身防卫实力，一边拉拢盟友，
增强自身比较优势

地缘战略

强调在亚太地区将双边和
多边安保合作进行多层网
络化；加强与美国、韩国、
澳大利亚、印度和 ＡＳＥＡＮ
等国及国际组织的安全合
作；增进与中国、俄罗斯
的安全信赖关系，扩大合
作范围

强调加强同亚太地区各国的安
保合作，多层次推进同 ＡＳＥＡＮ
的合作；推进与同为美国盟友
的韩国的紧密联系，深化与澳
大利亚的合作，进一步加强日
美韩、日美澳三边框架合作关
系，推动与本地区内美国同盟
国之间的相互合作；推进对华
安全对话和交流，促进两国互
信构建，冷静应对中国的海空
行动；与俄罗斯通过以 “２＋２”
为首的安保对话，推进高层次
交流和广泛部队交流，促进地
区稳定，深化共同训练、演习，
增进信赖关系；进一步加强与
东南亚各国等区域内合作伙伴
国的关系，加强与印度的合作
关系，尤其是加强以海洋安保
领域为核心的各领域合作

根据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考
虑地域特性和对方国的实际情
况，战略性地推进多方面多层
性的安保合作。在与澳大利亚
推进防卫合作、交流的同时，
进一步提高相互运用性；强化
与印度的战略性联合，强化日
美印三国联合；加强与 ＡＳＥＡＮ
的区域合作；进一步推进与韩
国的合作，加强日美韩三边合
作；灵活运用 “２＋２”等框架，
加强与英国、法国的合作，同
时强化与欧洲各国、ＮＡＴＯ 和
欧盟的合作；加强与加拿大、
新西兰的合作；通过多层次对
话和交流，增进与中国的理解、
信赖，并冷静应对中国的海空
活动；通过 “２＋２”等机制加
强与俄罗斯的理解和信赖关系；
增进与太平洋岛屿国家之间的
交流合作；加强与中亚、中东、
非洲各国的合作关系

具体部署

在传统物理空间层面，增
强对海洋层面所存在的风
险的应对；在新空间领域，
增强对太空和网络空间的
开发利用和安全防御

在传统物理空间层面，增强对
海洋层面所存在的风险的应对；
在新空间领域，增强对太空和
网络空间的开发利用和安全
防御

除传统的海陆空物理空间以及
太空、网络空间等新领域外，
新增加了对电磁波领域的重视；
强化对上述所有领域的指挥控
制和信息通信的能力建设，最
重要的是强调跨领域作战

防卫构想
由 “基础防卫”转向 “机
动防卫”

构筑综合机动防卫能力 建构多维度综合防卫能力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各种资料整理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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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政府修订 《防卫计划大纲》
的动因分析

　　日本政府不到十年时间修订了３版 《防卫计划

大纲》，凸显出其在该议题上的急迫态度，同时也

彰显出其强烈的对华针对性和日益膨胀的军事野

心。那么，究竟为何日本如此急切地推动防卫政策

的更改呢？究其动因，主要有以下四方面的战略

考量。

（一）满足建设 “政治大国”的需要

日本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和文化输出国，若要实

现 “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还需要强大的军事实

力作为支撑。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曾根康弘政府在

提出建设 “政治大国”战略目标的同时，日本自卫

队也从武器出口、对外派兵、修改宪法第九条等各

个方面开启了军事大国化进程。归根结底，日本的

军事发展是为其政治目标服务的。雄厚的军事实力

有利于日本树立强国形象，扩大其在军事和安全等

重要议题上的参与度和话语权，从而确保日本在相

关领域的优势地位和主导地位。可以说，建设 “政

治大国”才是其主要军事动机，是其对防卫大纲作

出一系列修改的终极战略目标。

实际上，日本国际政治学者高坂正尧的著作
《海洋国家日本的构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

政府的战略构想。高坂正尧表达了对增强日本外交

自主性的期待，认为日本应当作为 “极西之国”全

力发展，并将海洋国家作为其发展方向。他还指

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安保方面日本要做到以

下两点： （１）维持最小限度的军备，进行自主防

卫；（２）调整对美关系，以增强自身对他国的遏制

力。对于如何建设日本自身军备和调整对美关系这

一问题，高坂正尧也提出了建议：（１）日本应保持

现有程度的强大空军，维持两个可以转为联合国部

队的强大师团，使海军有能力应对周围海域内的游

击战和进行海洋调查。（２）日本应努力撤除日本本

土的美军基地，仅维持本土外的美国海军基地，以

军事协议的形式进行基地租借①。反观当下，日本

政府的所作所为似乎也正沿着高坂正尧的构想蓝图

而进行实践。

（二）满足利益集团的需要

军工利益集团对日本防卫产业和安全政策的制

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冷战结束前，日本军工

产业所生产产品皆由日本防卫省购买，且其在民用

部门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所以日本的军工利益

集团对日本的安全政策改变与否并不积极。但是冷

战结束以后，受泡沫经济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民

用部门经济收益大大降低，故而日本军工利益集团

逐渐将目光转回到军用部门上。与一般的利益集团

通过向政府单方面施压来实现自身目的不同，日本

的军工利益集团通过链接政府和企业的沟通组织实

现对话，如经团联下属的防卫产业委员会［４］。２０１３
年，经团联发表了 《针对防卫计划大纲的建言》，

指出应重新审视武器三原则。２０１４年２月１２日，

经团联 “防卫生产委员会”综合分会长代理岩崎启

一郎在自民党的 “国防部会”相关会议上，提出武

器出口三原则的 “改善方案”［５］。嗣后不久的４月，

日本政府正式通过 “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以此

替代 “武器出口三原则”。２０１５年９月１０日，经

团联公布了将武器等国防装备品的出口作为国家战

略推进的建议，并向即将建立的防卫装备厅提出期

望：（１）加强研发，扩大研发预算，确定需要大力

投资的领域和设备； （２）推进国际共同开发、生

产、装备转移战略及相关计划；（３）改革合同和采

购制度，强调适当的补贴结构对于维持防卫生产、

技术基础的固定费用承担和生产中断时的成本负担

等的必要性；（４）加强产业界的努力。应遵循维护

防卫生产、技术基础的中长期方针、技术战略和工

程表，扩充企业的研究开发投资，推进生产、管理

系统的高度化和成本效益等，加强国防产业的国际

竞争力，同时扩大包括企业间合作的产业基础。此

外，在政府的方针下，促进新的联合事业［６］。１０
月，日本政府正式通过了在防卫省下增设防卫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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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高坂正尧认为，要实现安全需要两个条件：自身有抑制能力和能够降低对手的侵略意图．但是使对手完全没有侵略意图是不可能实现

的事。且如果没有军事能力就无法抑制对手．因此，要通过自主防卫和借助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来降低对手的侵略意图和抑制对手。

高坂正堯．海洋国家日本の構想 ［Ｍ］．中央公論新社，２００８：２３９－２５０．



厅的决议［７］。通过经团联这样的沟通组织，日本军

工利益集团向政府提出了增加研发预算和生产补

贴、按照 “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对外出口军工产

品、加强国内企业与国际的共同开发，促进国际联

合事业发展的要求。

（三）满足全球安全环境变化的需要

近年来，全球安全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

于人类过度开发陆地资源，导致陆地资源日益紧

张，由此引发了各国的担忧。与此同时，由于科技

的进一步发展，海洋资源的可开发性和利用性得到

了飞速的提升，故而各国安全战略开始由陆地转向

海洋。四面环海的日本由于其岛屿国家的特殊身

份，一直以来都十分重视海洋战略，受大环境影

响，日本的安全战略进一步向海洋倾斜。自２００８
年首次制定 《海洋基本计划》以来，日本政府开始

每隔５年修改１次 《海洋基本计划》。２０１８年出台

的 《海洋基本计划》更是提出加强海洋监管机制

等，并将此前综合海洋政策的主管部门，即担当执

行机构的综合海洋政策本部事务局，从内阁官房转

移到了内阁府，并改为综合海洋政策推进事务局，

以进一步强化海洋政策事务的中央集权和权威［８］。

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５日，安倍首相作为内阁总理大臣、

综合海洋政策本部长在发表题为 《迎接２０１９年

“海之日”之际的致辞》时提到：“日本致力于综合

性的海洋安保，确保开放、自由、安全的大海是日

本的使命”。

随着人类对于太空、网络空间以及电磁波领域

的开发，各国逐渐认识到这些新空间、新领域的战

略价值和意义，纷纷将目光拓展至这些新视阈。以

网络空间为例，由于网络使用具有特殊的军民一体

性，随着网络的进一步普及和发展，网络安全的敏

感度也在日益上升，因此各国纷纷开始了对网络空

间战略优势的争夺以及网络防御能力和攻击能力的

“军备竞赛”。日本作为走在世界最先列的国家之

一，自然也快速开展了对于新领域的开发及防卫力

量建设，以求在这些领域保持有利地位。２０１９年８
月防卫省发布的 《日本的防卫和预算２０２０年度预

算申请概要》明确指出，“为了确保我国的宇宙利

用优势，航空自卫队新设 ‘宇宙自卫队’”。之后

的９月１７日，安倍首相在防卫省的自卫队最高级

干部会上作为自卫队最高指挥官作训示时说，“向

航空宇宙自卫队进化不再是梦话”，并指示强化宇

宙领域的防卫力量［９］。日本政府在３次修改大纲

时，依次加入了网络、电磁波领域的战略部署，并

将防卫构想逐步升级成多维一体化，其根本目的就

是为与时俱进地应对地区和全球安全环境转变的

需要。

（四）美国的外压也是其修订 《防卫计划大纲》

的动机之一

诚如高坂正尧所说的那样：“在当下世界海洋

受美国支配的情况下，日本若想实现安全保障，就

不能与美国海军的战略意图背道相驰。”［１０］由于美

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且战后以来的很长一段时

间，日本主要依靠美国力量实现安保，所以美国的

战略意图是促使日本行动的主要原因之一。近年

来，由于中国崛起、东盟等区域性组织的力量日益

壮大，美国虽意图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强

化对该地区的主导权，但却愈发显得力不从心，影

响力式微，故而美国对日本进一步提出要求，希望

日本能够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发挥更大作用，并逐步

放宽对日军事束缚，使其能在军事上加强能力建

设。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希望能凭借日本军事力量

的增强，扩大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形成对华

战略优势。此外，美国不断要求更改美日两国分摊

驻日美军驻留经费比例，要求两国增强在网络空

间、宇宙空间的战略合作，这亦在无形之中给日本

政府构成压力，促使后者益发倾向于建构本国的强

大军事力量。

三、《防卫计划大纲》指导下日本的
政策部署与具体行动

　　综上所述，为了满足其政治需要和国内利益集

团的诉求，适应国际安全形势的变化，同时迎合美

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满足美国对日本的要求，日

本政府以急迫且激进的态度对其防卫政策进行了调

整。而为了进一步实现其军事目标，日本政府在新

版 《防卫计划大纲》的指导下实施了一系列的部署

和行动。

（一）迎合美国战略的 “借船出海”

在 《防卫计划大纲》的指导下，日本政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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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中之重就是迎合美国战略。２００９年末至２０１０
年初，美国提出重返亚太战略，意在遏制中国崛

起。２０１０年１２月日本政府修订版 《防卫计划大

纲》，其内容展现出强烈的敌对中国的色彩。２０１７
年特朗普政府正式提出 “印太战略”，日本随后将

“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写入了２０１８版 《防卫计划

大纲》中，并强调在 “印太构想”的指导下，与澳

大利亚、印度、韩国等国家和国际组织战略性地推

进多方面、多层次的安保合作。“印太”这一概念

最初由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提出，但在美国政府提出

“印太战略”之前，并未被日本政府写入正式的文

本之中。而特朗普政府高举 “印太战略”大旗之

后，日本 《防卫计划大纲》便因应而动。足显其并

非偶然，而是在刻意迎合美国战略。

当然，日本政府的所作所为并非单纯是为美国

政府考虑的，其实际意图在于 “借船出海”，即借

美日同盟，追随美国在世界开展军事活动，在此过

程中做强做大日本自卫队。换言之，日本在顺应美

国的战略需要的同时，也在不断打破 “和平宪法”

对其军事上的限制。他的这一系列做法都是为了进

一步深化拓展日美军事同盟关系，谋求发挥日本作

为美国盟友国家在亚太地区的地位和作用，以此增

强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并借此放宽自卫队武

力行使条件，突破 “专守防卫”限制，从而在美国

正在构建的 “印太多边安全框架”中扮演更加重要

的角色，提升单独或与美军共同干预地区及全球事

务的能力［１１］。

（二）极力渲染 “中国威胁论”

从２０１０版 《防卫计划大纲》开始到２０１８版

《防卫计划大纲》，日本对于 “中国威胁”的描述越

来越夸张：首先，日本将中国定位为 “国际社会和

地区担忧的事项”，将中国树立为国际安全环境下

的一个负面角色，抹黑中国形象；其次，用以渲染

中国威胁的篇幅也从一段内容扩大到将近一页内

容。将中国是令 “国际社会和地区担忧”的内容从

中国在东海、南海、太平洋的海事活动扩大到宇宙

空间能力的强化和导弹防卫能力的提升等方面。渲

染 “中国威胁论”和国际安全环境差是为了给日本

发展军事力量以 “合理”口实。根据日本宪法第九

条，“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

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

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

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

战权。”［１２］在此情况下，日本只有大力宣扬自己的

“不安全”，才能使自己 “名正言顺”地发展自卫队

的军事力量。这也是在为日本修宪做铺垫。２０１０
年以来日本制定的３版 《防卫计划大纲》都将中国

定位为假想敌和最大威胁，其主要目的就在于试图

凭借不断渲染 “中国威胁论”来树立自己增强军队

建设的 “合理性来源”，以抵消日本 “和平宪法”

对日本发展军事力量的限制。

（三）加强 “２＋２”合作机制，为军事正常化

购买 “政治背书”

１９５１年 《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签订使得依

靠美国的保护正式成为日本防卫体系的主要支

柱［１３］。此后，日本也一直奉行着以日美同盟为基

础的安保政策，在日美安保同盟的框架下推进安保

合作。这一时期，日本政府的安保政策缺乏自主

性，唯美国马首是瞻。２０００年美国与日本举行了

首次安保磋商委员会 （２＋２）会议。但直到２００７
年日本才开始与其他国家开展 “２＋２”（外长防长

磋商会议）合作 （表２）。

近年来，安倍政府开始谋求 “战略自主”。其

主要表现之一就是非常注重自主经略除美国以外的

大国关系［１４］。这在安全领域主要表现为加强同澳

大利亚、俄罗斯、印度、印尼以及英国和法国等欧

洲国家的 “２＋２”合作机制。２００７年，日本与澳

大利亚举行首次 “２＋２”会议，此后的２０１０—

２０１９年间两国共举行了６次 “２＋２”会议。２０１３
年，日本与俄罗斯也举行了首次日俄 “２＋２”会

议，至２０１９年两国共举行了４次会议。２０１５年，

日本与印尼举行了首次 “２＋２”磋商会议，这意味

着日本的 “２＋２”朋友圈扩大到了东盟国家。法国

与英国也分别于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６年同日本开启了

“２＋２”会议。２０１０年日本和印度举行了首轮外交

与防卫对话，随后于２０１４年将此对话机制升级为

副部长级对话机制。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同美国、澳大利亚、法国

及英国之间的 “２＋２”会议近年来多论及南海形势

和东海形势，并且一再强调共同致力于实现 “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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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的印太”，进一步加强在海洋、宇宙以及网络空

间的合作。其中，日美 “２＋２”会议越来越强调两

国在宇宙、网络及电磁波等新领域的跨领域作战的

合作。在２０１９年的日美安保磋商委员会会议上，双

方还表示要凭靠共同训练和加强与该地域国家的合

作来增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两国还对包括日

本新 《防卫计划大纲》在内的日美两国战略政策文

件表示欢迎［１５］。日澳 “２＋２”在强调两国 “特殊伙

伴关系”的同时，注重进一步推进在军控、不扩散、

网络、宇宙等领域的合作，且更重视日美澳印、日

澳印以及日澳同东盟的合作。在２０１４年的日澳 “２

＋２”会议中，澳大利亚对日本集体自卫权的行使和

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制定表示了支持［１６］。无论是

美国对日本 《防卫计划大纲》的默认，还是澳大利

亚对日本 “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支持，事实上

都对日本的军事正常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相

对来说，日俄两国在 “２＋２”机制上所取得的成果

更多体现在打击恐怖主义和走私贩毒方面，这与日

俄两国的领土争端不无关系。日本与印尼之间虽然

只举行了１次 “２＋２”会议，但却更加体现了日本

对与东盟国家加强外务和防卫合作的重视。

总的来说，日本同各国的 “２＋２”合作机制一

方面有助于日本加强同这些国家的军事合作，提升

双边、多边安保，但另一方面也是在增强他国对于

日本军事存在的实际认同，从而为其军事正常化购

买 “政治背书”。

表２　日本与各国 “２＋２”合作对照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

合作方 日期 会议成果

日、美

２０１０年１月
两国发表共同声明，内容包括训练场地转移、设施的共同使用、关岛迁移、
促进嘉手纳以南的设施和区域的归还、减轻嘉手纳的噪音、与冲绳自治团体
的沟通及协作等多个问题

２０１１年６月
两国发表题为 《面向进一步深化、扩大的日美同盟：以５０年的伙伴关系为基
础》的共同声明，并取得了３项书面成果：《驻日美军的重组进展》 《在应对
东日本大地震方面的合作》《驻日美军驻留经费负担》

２０１２年４月
两国发表共同声明，作出以下决定：调整２００６年５月的 “重组路线图”中规
定的计划，将海军陆战队从冲绳转移到关岛以及归还嘉手纳以南的土地等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

两国发表共同声明及 《关岛协定修改议定书》。共同声明的主要内容包括：
（１）对１９９７年日美防卫合作方针的修改；（２）日美ＢＭＤ（弹道导弹防御）合
作；（３）在太空领域的合作； （４）共同ＩＳＲ（情报收集、警戒监视、侦察）；
（５）设施的共同使用； （６）共同训练和演习； （７）驻日美军驻扎经费负担
（ＨＮＳ）等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 发表共同声明

２０１５年４月 发表共同声明，并批准了新的 《日美防卫合作指针》

２０１７年８月

发表共同声明，就以下问题达成一致意见：（１）就朝鲜问题，两国认为日美、
日美韩应进行紧密合作，并要求中国和俄罗斯发挥更进一步的作用； （２）就
东海形势，日美表示将继续合作；（３）关于南海形势，日美认为两国的持续
参与非常重要，将进一步加强日美同盟的威慑力和应对力；（４）推进与韩国、
澳大利亚、印度、东南亚各国的安保、防卫合作； （５）日美同盟稳步推进太
空、网络领域的合作；（６）确认了稳步推进驻日美军重组等问题

２０１９年４月

发表共同声明，其主要内容包括：（１）两国认为日美同盟是印度太平洋地区
的和平、安全及繁荣的基石，并将共同致力于实现 “自由开放的印太”，为
此，两国将通过共同训练、加强与该地的伙伴国合作等方式，增强日美在亚
太地区的军事存在；（２）两国欢迎包括日本新 《防卫计划大纲》在内的日美
战略政策文件；（３）加强在太空、网络及电磁波等新领域的跨领域作战合作；
（４）就东海和南海现状表明了强烈担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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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２

合作方 日期 会议成果

日、澳

２０１０年５月

两国就以下问题达成一致： （１）认为在亚太地区美国的存在是必不可少的，
应在日美澳框架下加强该地区安保战略的协商与合作； （２）对韩国巡逻舰沉
没案交换了意见，表示支持韩国的立场； （３）加强在核裁军、不扩散相关问
题的合作；（４）签署了 《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ＡＣＳＡ）等

２０１２年９月

两国就多个问题达成共识：（１）通过对话和平地解决南海问题；（２）在已签
署了 《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 （ＡＣＳＡ）等实际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
防卫合作；（３）推进日美澳的部长会议、共同训练等； （４）强调在太空、网
络等新领域的合作的必要性

２０１４年６月

发表联合新闻公报，主要内容包括：（１）再次确认了在日澳首脑会谈中确认
的把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提升为新的特别关系的意向； （２）澳大利亚支持日
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积极参与联合国ＰＫＯ等问题的讨论；（３）澳大利亚支持
日本制定的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４）将双边安保防卫合作提升到新的阶段；
（５）强调在太空安全等其他各种领城加强合作的重要性； （６）强化在东亚峰
会 （ＥＡＳ）、东盟地区论坛 （ＡＲＦ）、扩大东盟国防部长会议 （ＡＤＭＭ ＋）以
及东盟海事论坛扩大会议上的合作等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 发表联合声明；会议期间还发表了关于核裁军、核不扩散的联合声明

２０１７年４月

发表共同声明，包括下述内容：（１）日澳作为共享基本价值观和战略利益的
“特别的战略伙伴”，将进一步推进日澳安保合作，加强伙伴关系；（２）两国将
进一步加强日澳在训练、能力构筑及防卫装备技术等领域的合作；（３）就日澳
印合作等问题达成一致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发表共同声明，内容包括： （１）进一步加强在训练、能力构筑及防卫装备、
技术等领域的合作；（２）确认将进一步加强日澳美同盟、强化日澳美印合作；
（３）就海洋安保问题进行了讨论；（４）在南海问题上，要求纷争当事国以国
际法为基础，通过和平手段解决纷争； （５）在东海问题上强调日澳将继续密
切沟通； （６）就日澳在东南亚及太平洋岛屿国家地区的合作达成一致； （７）
确认了推进军控、不扩散以及在网络领域的合作

日、俄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

两国代表分别阐述了在亚太地区安保形势下，日俄双方的安保防卫政策；强
调了两国在安保领域的合作；加强以应对恐怖主义、海盗为主要目的而进行
的共同训练、实现防卫部长定期互访的机制化等；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多国框
架下的合作、ＡＤＭＭ＋的合作；对朝鲜应放弃核武器等议题达成一致

２０１７年３月
就下述问题达成一致：（１）在俄罗斯举办下届 “２＋２”；（２）强烈要求朝鲜遵
守联合国安理会决议；（３）加强两国部队间的交流，进行相关共同训练；（４）
强化在应对恐怖袭击、打击毒品方面的合作等

２０１８年７月
两国强调了 “２＋２”和安保协议框架的重要性，就日俄安保会议大致每年举行
一次达成一致；就朝鲜的无核化问题、在叙利亚实施人道主义救援、打击毒品
走私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２０１９年５月
日俄就针对实现朝鲜的无核化而继续合作达成共识；就伊朗、叙利亚、乌克
兰、委内瑞拉、核裁军和核不扩散等紧迫的国际局势交换了意见

日、印尼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发表共同声明，确认了日本与东盟紧密合作的意向；就加强反恐合作等内容
达成一致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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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２

合作方 日期 会议成果

日、法

２０１４年１月

发表共同声明，包括以下内容：（１）确认两国是特别伙伴关系；（２）强调按
照国际法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冲突的重要性； （３）强调根据国际法维持公海自
由的重要性；（４）强调建立安全可靠的网络空间；（５）强调自由进入外层空
间的重要性；（６）建立关于国防装备合作和出口管制措施的对话框架 （委员
会）；（７）加强两国在索马里海域和亚丁湾海上安全方面的合作；（８）日本定
期派观察员参加由驻南太平洋的法国部队举行的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演习；
（９）通过支持维和行动的培训活动，促进维护非洲和平的合作

２０１５年３月

发表共同声明，内容包括：（１）加强两国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及在非洲地区的
合作；（２）加强日本与欧盟在危机管理等方面的合作；（３）强调应对大规模
自然灾害和埃博拉等传染病等全球威胁的重要性； （４）强调根据国际法，保
持航行自由和在公海上空飞行的重要性等

２０１７年１月

发表共同声明，就下述问题达成一致： （１）为确保印太的自由开放而紧密合
作；（２）就开始日法 《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ＡＣＳＡ）谈判达成一致；（３）
推进共同训练；（４）在海洋安保、打击恐怖主义、支援亚洲和非洲各国能力
构筑等领域深化合作；（５）将以空间态势感知 （ＳＳＡ）为代表的太空领域的合
作具体化；（６）在核藏军领域继续合作等

２０１８年１月
发表共同声明，内容包括：（１）为了印太地区的自由开放，加强海洋安保、海
上安全及发展中国家的能力构筑支援方面的合作； （２）将太空领域合作具体
化；（３）决定在反恐以及网络领域进行紧密合作等

２０１９年１月

发表共同声明，就下述问题达成一致： （１）同为 “海洋国家”和 “太平洋国
家”的两国将为维护和加强印度太平洋地区的自由开放而推进具体合作，如
建立包括日法在内的海洋对话机制等；（２）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共同训练和演
习；（３）进行包括海洋状况把握 （ＭＤＡ）在内的海洋安保合作；（４）在东南
亚国家和太平洋岛屿国家的能力构建支援方面进行合作； （５）通过日法网络
协议等平台紧密合作；（６）强调进步，加强在安保、民生领域的合作等

日、英

２０１５年１月
发表共同声明，就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情势以及中国、朝鲜、南海等亚洲情势
交换意见；对ＩＳＩＬ、埃博拉病毒的对策等问题交换意见。

２０１６年１月
发表共同声明，确认强化与日英间国家安保战略 （ＮＳＳ）相关的合作：就两国尽
早达成 《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ＡＣＳＡ）达成一致；就推进共同训练和在防
卫装备、技术合作以及对东南亚各国的能力构筑进行支援等问题达成一致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

发表共同声明，表示两国为了 “印太的自由开放”，将从以下几方面使日英间
的合作具体化：（１）加强在海洋安保、海上安全及发展中国家能力构筑支援
等方面的合作； （２）确认将进一步加强两国在反恐和网络空间的合作； （３）
加深在太空领域的合作等

　　注：日美 “２＋２”全称为日美安保协商委员会；其余国家与日本的 “２＋２”合作为 “外长防长磋商会议”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各种资料整理编制

（四）修宪强军
从鸠山内阁开始，日本内阁之中就开始了修宪

的斗争，其目的在于摆脱战败国阴影，成为 “正常
国家”。安倍内阁更是公然将修宪作为其执政目标
之一，安倍首相强调修宪是自民党建党以来的一贯
主张。近年来，以安倍晋三为代表的修宪派开始在

日本政坛占据绝对优势，修宪进展如火如荼［１７］。

２０１３年安倍政府将东亚战略目标设定为以 “积极和
平主义”为旗帜，通过修宪强军，摆脱 “战后体
制”，建设 “强大的日本”，最终确立日本在地区事
务中的主导地位［１８］。２０１７年５月３日 《日本国宪
法》施行７０周年之际，安倍首相又公然宣布其修宪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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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修改宪法第九条，增加自卫队合法的内容，
于２０２０年施行新宪法［１９］。２０１９年９月，日本自民
党政调会长岸田文雄称将举全党之力推动修宪。

事实上，修改 《防卫计划大纲》与修改宪法是
相辅相成的。一方面，修改宪法是为了在法理层面
帮助实现军事战略的转化。通过修改宪法来摆脱战
后体制，增强日本自卫队的合法性，本身就是在为
其实现 “军事大国化”铺路。另一方面，修改 《防
卫计划大纲》是为了从事实上呼应修宪，给修宪以
事实支持。十年之间日本政府对大纲的频繁改动始
终是一脉相承的，其目的昭然若揭———就是为了用
“切香肠”的方式，使其军事行为逐渐 “被默认”
或 “被接受”，而不至于引起轩然大波和国际社会
的公然反对。

（五）军事活动频繁
自２０１０年以来，日本与美国、澳大利亚、印度、

泰国、菲律宾等国进行了极其频繁的军事演练，其中
以日美两国为主角的军事演练占多数。日本始终以日
美同盟为轴心进行活动，可见美国因素在众多影响日
本军事举措的因素中占据着不可小觑的地位。另外，
在美日两国的联合训练之中，多数训练以离岛作战为
演练重点。而且，日本的军演 “朋友圈”也从美国、
韩国、澳大利亚等传统盟友逐步扩大到印度、菲律
宾、泰国等中国的周边邻国。这说明日本正在不断加
强其 “印太构想”指导下的 “对华包围圈”，其围堵、
抑制中国的用心显而易见。

另一方面，近年来，日本在军演中频频派出
“日向号”直升机驱逐舰和 “出云号”直升机驱逐
舰。众所周知，“日向号”直升机驱逐舰的规格超
过许多国家的轻型航空母舰，排水量高达１９　５００
吨的 “出云号”更是一直被视作 “准航空母舰”。
可以说，日本的所作所为实则是为在实际操作上增
加其持有航母的 “被认可度”，从而为进一步 “军
事合法化”作准备。从名义上的驱逐舰到整合自卫
队编制，再到打造实际上的航空母舰，日本政府正
以十分低调的姿态为逐步突破 《日本国宪法》第九
条的规定蓄力。

结　语

如前文所述，日本 《防卫计划大纲》的修订是
一脉相承且具有渐进突破性的。表面上日本政府历
次修订大纲时只是 “稍加改动”，但历次改动却环

环相扣，渐进式地从各个方面、不同领域加强自卫
队建设，从而达到为自卫队放宽限制、突破 “专守
防卫”底线的结果。日本通过扩大 “２＋２”合作对
象范围及合作领域、推进修宪和与他国频繁进行军
事演习等方式，不断增强其在全球的 “军事存在
感”，为其 “军事正常化”蓄力。３版 《防卫计划
大纲》所展现的日益激进化的倾向，也在一定程度
上标示着未来日本安保政策的走向。虽然日方一直
坚称日本严守 《日本国宪法》第九条的规定，放弃
与他国以军事手段解决争端的权力，但其屡屡 “修
宪”、打破 “专守防卫”规制的行为却又与此背道
而驰。

此外，日本一味扩大所谓的自主防卫力，或许
将对未来中日关系的战略发展埋下隐患。比如，日
本身为南海域外之国，却频频插手南海事务，其多
次派航母级军舰在南海巡航的行为严重影响了该地
区的和平与稳定，对中国等相关国家的利益和安全
造成了威胁。日本在 《防卫计划大纲》中公然声称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 “是日本的固有领土”，是罔
顾历史事实的行为，显示出其日益强烈的对华防卫
性和对抗性，再度为中日领土争端的解决蒙上一层
阴影。由此可见，因中日双边关系中的根本性问题
并未得到妥善解决，未来中日关系还将面临诸多挑
战。日本应该与中国加强在相关领域的合作，以共
同应对各种传统、非传统安全问题，为维护世界的
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中日两国作为世界第二、第
三大经济体，作为网络技术、太空技术世界领先的
两个国家，应当在新型安全空间积极展开合作，互
相学习，良性竞争，共同为新空间国际规范的构建
奉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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